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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
苏丹河岸部落实现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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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丹尼罗河岸的贾阿林、舍基亚和栋古拉这三大阿拉伯部落，从
殖民时代以来一直主宰着苏丹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国家部门。 他们

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拥有主导性，并利用身份政治的运行机制不断巩固

其权力优势。 苏丹河岸阿拉伯部落的早期发展优势、奴隶贸易以及英国殖

民统治遗产是其塑造身份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 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政

治化是后殖民时代阿拉伯部落巩固身份地位的主要策略与手段。 而身份

政治所形成的“中央－外围”模式使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部落不断遭受边缘

化，引发持续至今且难以弥合的部落冲突。 因此苏丹急需摆脱身份政治陷

阱，构建基于国家统一的国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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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 苏丹河岸部落实现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与影响


　 　 苏丹国内存在着不同部族、部落、宗教文化以及相互竞争的政治价值，国家治

理受到身份政治的严重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认为，原始纽带的建立依赖亲缘关系以及家庭团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组

织———部落，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① 格尔茨观点的反驳者认

为，非洲的部落是殖民统治产生的结果。 在欧洲人给予其定义之前，部落身份一

直处于变动之中。 一些政治学家也认为殖民官僚机制在建立基于同族团体和政治

单位的“部族”身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殖民者在土著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

建立了一种低投入且能达到统治目的的间接管理制度。② 在这种新型制度下，部
落身份成为财富和权力竞争优势，尤其是获取国家资源的有力工具和塑造社会等

级的产物。③ 南非政治学家维尔斯（Ｄａｖｉｄ Ｗｅｌｓｈ）则认为，虽然部族或民族认同可

能产生自殖民时代，但其主要外力则来自于政治竞争。④ 换句话说，部落身份认同

被用作政治资源，而身份在苏丹已然成为实现权力和占有资源的手段，人们认同

一个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部落身份。 苏丹著名外交官兼学者弗朗西

斯·邓（Ｆｒａｎｃｅｓ Ｄｅｎｇ）指出：“在苏丹，部落身份已经从良性自我观念转向了国家

象征主义的政治竞争阶段，具有塑造与分享权力、财富以及国家价值观的影响

力。”⑤国家的决策机制作用于部落身份的认同，使其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源，是
人们获取生活资本的一种策略方式。 不同的部落身份使各自部落民为适应国家发

展环境，在利益争夺上激烈竞争并抢占制高点。 部落作为一种社会单位，它被赋

予的冲突性质是在社会和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强制性边界和有意

的边缘化政策更是加剧了各自部落或族群在冲突时彼此之间的相互区分，部落所

体现的排他属性反而成为必然结果。 身份问题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苏丹国家

发展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苏丹人的身份建构要求占主导地位的部落平衡“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本文尝试分析苏丹河岸部落实现政治优势的历史演变、成因及策略手段，并以

此为基础分析苏丹身份政治的运行模式及其对族群冲突的影响，进而指出苏丹国家

建构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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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丹河岸部落实现政治优势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在苏丹独立之后的 ５０ 多年时间里，基本上只有三个部落———贾阿林人

（Ｊａａｌｉｙｙｉｎ）、舍基亚人（Ｓｈａｙｑｉｙｙａ）和栋古拉人（Ｄａｎａｑｌａ）———一直垄断着政府中从

内阁部长到最下级公务人员的所有职位。 这也成为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主要障碍

之一。”①三大河岸部落几乎抓住了苏丹历史发展上所有的有利契机，利用文化和政

治部族主义将自身置于苏丹的上层阶级，至今仍然在政治上拥有绝对权力。 例如，
前总统加法尔·尼迈里上校（Ｊａａｆａｒ Ｎｕｍａｙｒｉ）是栋古拉人，协调南北签订《全面和平

协定》的前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Ａｌｉ Ｏｓｍａｎ Ｔａｈａ）是舍基亚人，而现任总统奥

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Ｏｍａｒ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Ｂａｓｈｉｒ）就来自贾阿林部

落，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的领导人亚瑟尔·赛义德·阿尔曼（Ｙａｓｓｉｒ Ｓａｅｅｄ
Ａｒｍａｎ）②同样来自贾阿林部落。 以贾阿林人、舍基亚人、栋古拉人三大部落为主体

的河岸部落实现政治优势的历史进程大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三大河岸部落的早期发展

苏丹曾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南北方分裂之前，共拥有 ５０ 多个部族，近 ６００
个部落。 最大的部落是阿拉伯部落，其次是丁卡、贝贾、努尔、努巴、努比亚和富尔部

落。 阿拉伯人约占原苏丹总人口的 ４０％，这是近千年时间内部落迁移和族际通婚的

结果。 居住在尼罗河河岸的阿拉伯部落所占人口比例很小，根据费伊 （Ｒ． Ｓ．
ＯＦａｈｅｙ）的定义，河岸部落指的是位于阿斯旺和喀土穆之间，那些生活在尼罗河谷

以及杰济拉的部民，还包括位于青白尼罗河之间热带草原东部和西部的居民。 他这

样描述河岸部落的特征：“几乎所有人都说阿拉伯语，全部都是穆斯林，尽可能地将

自身谱系与阿拉伯半岛先知时代的圣裔家族联系在一起”。③

苏丹阿拉伯人的身份具有部族和宗教双重特性。 许多阿拉伯部落声称其祖先

来自先知穆罕默德的族系，例如贾阿林人将自身追溯到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

代———伊卜拉辛·杰阿勒（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Ｇａａｌ），而舍基亚人的祖先沙伊克（Ｓｈａｉｋ）是贾阿

林人的祖先伊卜拉辛·杰阿勒的兄弟。 “栋古拉人声称自己是贾阿林人，但是却为

其出身于努比亚而倍感自豪，而且其中许多人今天仍然讲努比亚方言。”④１６ 世纪

时，一些自称具有纯正阿拉伯血统的部落酋长与苏丹土著人自由通婚，居住于沙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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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卡北部并形成强大族群，声称他们是“纯粹的”阿拉伯人。① １７ 至 １８ 世纪，通过部

落迁移和外族通婚，苏丹北部形成较为完整的阿拉伯社会。 贾阿林人自中世纪时就

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在尼罗河谷地发展定居农业和工业，拥有遍及苏丹的

贸易网络和政治影响力。 １８ 世纪，舍基亚人已经在北部河岸地区建设小型州县，在
１９ 世纪成为埃及政权的重要支柱，为自身发展奠定了经济和政治基础。 随着伊斯兰

教的传播，非阿拉伯部落如努比亚人、贝贾人、努巴人和富尔人渐渐同化于阿拉伯文

化并且改宗伊斯兰教，但他们被认为是具有“非洲属性”的“阿拉伯人”。
虽然苏丹早期的阿拉伯部落并没有进行暴力性扩张和国土整合行动，但是文化

部族主义造成的身份差距已初见端倪。 从 １６ 世纪到 １９ 世纪，苏丹多数领土处于丰

吉王国的统治下。 １５０４ 年，丰吉王国推翻了信仰基督教的努比亚王国，奉伊斯兰教

为国教。② 在伊斯兰政权的主宰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成为苏丹主体文明，正如

阿米尔·伊德里斯（Ａｍｉｒ Ｈ． Ｉｄｒｉｓ）所说：“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点的人只能无限制服

从，遭受剥削和奴役”。③ 在此种背景下，非阿拉伯人或者非穆斯林只能从事农业、游
牧业或者充当家仆等身份低下的工作，而讲阿拉伯语的河岸部落推崇伊斯兰文明的

优越性，其社会地位处于上层。
（二） 奴隶贸易引致早期部落身份差异

自努比亚王国时期至马赫迪统治时期，苏丹一直盛行奴隶贸易。 从 １３ 世纪起，
面对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扩张，苏丹的基督教王国日趋衰弱。④ 接下来的四个世纪，苏
丹北方继续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 １６ 至 １９ 世纪，丰吉和富尔王国不断扩大政治和

经济影响，逐渐控制了苏丹北部区域。 自两个王国诞生起，奴隶制度就成为其社会、
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奴隶贸易促进了王权的集中，对苏丹早期的

国家形成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却在部族身份形成的初始期产生了不良影响。 针对非

穆斯林和南方黑人的奴隶贸易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舍基亚人联合巴卡拉人

（Ｂａｑｑａｒａ）⑤等在苏丹南方、努巴山区和青尼罗河地区进行猎奴行动。 努比亚时期的

奴隶贸易将苏丹居民划分为穆斯林、基督徒和无信仰者⑥，此种区分为后来的苏丹埋

下了战争隐患。 丰吉和富尔王国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臣民和奴隶，下层对上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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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北部阿拉伯部落与土著人通婚，具有努比亚人、努巴人、利比亚人、柏柏尔人等多种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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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卡拉”一词指“放牛的人”，最初来自沿尼罗河生活的朱海纳人，随着他们不断向西迁徙，在与北纬

１３°纬线相平行的苏丹地区进行季节性放牧，从白尼罗河延伸至乍得湖泊的广阔地带。 参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Ａｌｆ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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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舍基亚人之外，巴卡拉人是苏丹最为好战的部落，是根深蒂固的奴隶贸易者和入侵者。

主要指除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外的生活在青白尼罗河南部地区的人。 参见 Ａｍｉｒ Ｈ． Ｉｄｒｉ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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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关系和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由习惯法确定，对奴隶的拥有以财产所有权的方式

加以确定。 一方面，奴隶被剥夺一切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权利，贵族垄断王国所

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臣民从事体力劳动并向统治阶层交纳贡税。 另一方面，两个

王国的统治者确定自身的阿拉伯穆斯林身份处于显赫地位，部族和宗教更是成为身

份划分的主要标准，严格的社会阶层确定了丰吉和富尔王国实施奴隶贸易的基础。
在埃及入侵之前，苏丹南部与北方几乎没有接触，苏德沼泽形成的地理障碍确

保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止于北方，这种状况终止于土耳其人与埃及人对南方实行的

奴隶贸易。 １８２０ 年，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开启武力征服苏丹

的历程，这是苏丹和埃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力交往。 舍基亚人对阿里的忠诚使得

他们对苏丹的政治影响非常大，他们不仅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而且有不少人担任政

府收税官，一度成为土埃政权打压其他部落的工具，他们的影响延续至今。① 土埃政

权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引入南方，修建了铁路和学校，但仍然热衷于奴隶贸易，针对

南方进行的猎奴行动受到上层支持，甚至由国家出面组织。② 埃及人的定居也加剧

了部落之间的冲突，强征税赋和部落迁移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尼罗河岸部落

（栋古拉人、贾阿林人）和部分巴卡拉人由于经济压力，逐渐迁移至苏丹西部的达尔

富尔和加扎勒河地区，他们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新的精英阶层，担任政府官员

或者成为从事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的杰拉巴（ Ｊａｌｌａｂａ，小商人）。 土埃政权的统治不

仅改变了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北方的社会经济基础。 土埃政权颁

布新的税收政策，其税收费用以现金、奴隶或者农产品形式上缴。 军事力量的壮大

需要大量的男性奴隶，进而引发的劳动力缺乏导致农业生产日益衰退。 象牙贸易的

萧条和建立其它市场的难度巨大，反而鼓励更多商人从事以奴隶贩卖为主的经济方

式，结果奴隶直接成为税务替代品被送往当地税务机构和士兵招收处。
土埃共管时期，政府主要从苏丹南方、努巴山区以及青尼罗河地区获取自然资

源和劳力资源，据不完全统计，“１９ 世纪阿拉伯奴隶贩子从苏丹南方抓捕了将近 ２０
万黑奴”。③ 在整个土埃统治期间，约 ２００ 万南方黑人遭到奴役和贩卖，其中主要是

丁卡人。④ 非阿拉伯部落同样成为猎奴目标，仅 １８２４ 年，努巴山区被掠为奴的努巴

人就高达 ４ 万人，１８３９ 年上升到 ２０ 万人。⑤

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奴隶被贬斥为具有低劣文化和低等社会属性的部族，处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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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阶层的最底端，尽管小部分奴隶受到北方文化的同化会说阿拉伯语并成为穆

斯林，但仍然被认为是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下等人。 马赫迪统治时期，自
１８８２ 至 １８９８ 年是苏丹历史上最残酷的奴隶掠夺时期，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借伊

斯兰传统教义确立了奴隶贸易的合法化，穆斯林可以奴役任何与其具有不同肤色和

不同族群的异教徒。 这种残暴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苏丹独立后，南
北双方仍然运用 “Ａｂｉｄ”（奴隶）和“Ｍｕｄｕｋｕｒｕ”（掠奴者）称呼对方。① 奴隶贸易最为

严重的影响是使苏丹社会发展处于僵化状态，上层转向独裁专制，那些松散的部落

组织逐渐衰弱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进而遏制了有效政治制度的演化以及领袖人

物的产生。
（三） 英埃共管时期部落身份等级的形成

欧洲殖民主义者带着“人种优劣论”的狭隘观念进入非洲大陆，他们根据人种和

宗教差异，将非洲人分为高贵的人种和低劣的人种，结果造成 “白色人种”、“阿拉伯

人”与 “黑色人种”、“尼格罗人”的二元对立格局。 阿拉伯的闪米特部族远远高贵于

低劣且原始的尼格罗部族，埃及人在文化和政治地位上远远高于苏丹人。 殖民者认

为苏丹北方阿拉伯人的历史和文明是相对高级的，南方人是最落后的原始人类，只
能在基督教的感化下才能转变。

在英国人的观念里，非洲土著居民远远落后于欧洲文明的特点，据此可以把苏

丹人分为三类。 比如，弗雷德里克·卢加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Ｌｕｇａｒｄ）把苏丹人划分为原始

部落、高级群体以及欧化的非洲人。 原始部落没有书写语言，甚至没有形成任何接

近于文化的东西，其内部制度带有极强的专制主义色彩，显著特点就是“无视人类生

活的暴虐统治”。 高级群体是指那些受益于伊斯兰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穆斯林群体，
他们由于含闪米特血统而体现出较高的群体形态，拥有书写语言、统一文化以及包括

税收体系和宗教法庭在内的相对复杂的政府体系。 欧化的非洲人则已经模仿欧洲人的

穿着和风俗，与土著部落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② 苏丹的贾阿林人、舍基亚人、栋古

拉人显然处于最高的一层，他们中多数是阿拉伯商人或者在当地政府任职，备受殖民政

府青睐，以河岸部落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同开始扩大到苏丹北方。
在英埃共管时期，苏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集中于喀土穆以及北部省份，特别

是商业投资、社会服务和教育。 这一局面导致了具有垄断经济、政治权力的中产阶

级的出现，他们广泛地活动在国家中心区域。③ 但苏丹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涵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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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相反，这一主宰苏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兴阶级只是局限于北部河岸部落。
不属于这个中间阶层的部落在政治、经济、权力上处于劣势，同时中央以牺牲外围为

手段控制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开始形成。 另一个对苏丹产生恶劣影响的殖民政策便

是间接统治，其根本目的是英埃政府试图保持南方与北方的分裂状态，要么在将来

使南方成为受制于英国的独立地区，要么融入英国管辖的东非肯尼亚殖民帝国。 对

于英国殖民者而言，间接统治是非常理想的统治方法，因为它可以成功地分化苏丹，
“政治制度上添加一些传统成分能够形成保护性‘腺体’，防止农村人口受到民主思

想和民族主义‘毒瘤’的感染”。① 为扩大南北差异，英国人禁止在南方使用阿拉伯

语，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招募土著人代替阿拉伯官员，在初级学校推广地方语言。②

１９２２ 年，英埃政权颁布《封闭区法令》，禁止苏丹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苏丹南

方和西部，这一政策旨在消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力并维护南方的非洲特

性。 如果说阿拉伯主义是殖民奴役的产物，那么非洲主义就是殖民地实施间接统治

的结果，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强化了苏丹土著居民的“非洲性质”。 彼得·康克（Ｐｅｔｅｒ
Ｋｏｋ）指出，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构造了苏丹中北部一个阿拉伯—伊斯兰性质的霸权

集团，遗留下一个欠发达和具有部族特色的苏丹南方。③

２０ 世纪初，苏丹部落身份的政治化过程始于英国殖民时期，殖民主义者根据生

活方式给不同部落贴上标签，例如，“阿拉伯人”是游牧为主的部落，而“巴卡拉人”是
蓄养牛群的部落。 间接统治更是将“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身份制度化，在此政策之

下，灵活的文化身份转变为硬性的政治身份。 殖民统治政策将部族特权固定下来，
最终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非阿拉伯部落受到边缘化和歧视，致使部落关

系向暴力化发展。 间接统治将多数群体分化成少数群体，将文化群体转化成以部落

为基础的政治团体，实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虽然在历史上河岸阿拉伯人属

于后来者，但是他们却依靠权力制造了土著部落（如富尔人、努巴人等）和非土著部

落（如拉沙伊达人、法拉塔人④等）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以部落名

称作为自身的身份识别，后者则是没有公民身份的后来者，而河岸阿拉伯人却将自

身排除在这两种划分之外，这种划分甚至影响到后殖民时代居民的合法权利。 英国

在苏丹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扶植当地部落酋长，造成南北不平衡的发展格局。
１９４７ 年，英国殖民势力不断衰落，北方人继承了英国人对于苏丹人身份的划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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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最终将同化南方，在苏丹独立过程中，南方人明显处

于不利地位，长期遭受忽视。

二、 苏丹河岸部落实现身份政治优势的主要策略

苏丹独立后，河岸部落精英主要运用两种策略加强和保护自身的身份地位，一
是构建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认同，二是实行伊斯兰教政治化，运用宗教影响不

断扩大政治主导权。 两种策略的实施加剧了阿拉伯部落与非阿拉伯部落之间的身

份差异与对立，导致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南北冲突。
（一） 民族主义对身份差异的强化

“苏丹人”的含义体现了身份意义的嬗变，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特别是殖

民时期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意义。 “苏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早期穆斯林地理学家的

著作中，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称为“Ｓｕｄａｎ，即黑人的土地”。 奴隶贸易兴盛时期，
绝大多数奴隶都是黑人，“苏丹人”这个词则有了“受奴役者”的意思。 一直到 １９００
年，北方人都将“苏丹人”定性为非穆斯林以及那些曾成为猎奴对象的土著人。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精英们开始使用“苏丹人”表示国家范畴下的国民。 英国培养

了一批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部三大河岸部落，拥有先进

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高效的政治管理能力，赞成阿拉伯身份的定性，无视其他部

落的存在价值。①。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成为苏丹争取独立的主要意识形

态，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成为其主导力量。 对于抵制英国殖民统治而言，苏丹民族

主义力量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其主要行动集中在后殖民时代对国家身份竞争的政

治诉求上。② 苏丹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是“没有民族整合的过程却接受了民族主义，
没有国家权力的框架和传统却要建立现代国家。”③独立之后，北方的河岸阿拉伯人

将自己视为英国殖民遗产的自然继承者，并开始基于自己的身份界定“苏丹人”的

身份。
安·莫斯利·莱斯（Ａｎｎ Ｍｏｓｌｅｙ Ｌｅｓｃｈ）认为，苏丹南北冲突是双方民族主义观

点的冲突。 北方河岸精英倾向运用民族主义构建国家，国家对应一个自我定义的族

群，即河岸阿拉伯人。 而南方则赞成领土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个特定领土的居民对

国家忠诚的思维模式，不考虑族群因素。④ 唐纳德·罗斯肖尔德（Ｄｏｎａｌｄ Ｒｏｔｈｃｈｉｌｄ）

·１４·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Ｊ． Ｓｈａｒｋｅ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ｕｄａ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２９－３０．

Ａｍｉｒ Ｈ． Ｉｄｒｉ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ｐ． ４４．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 页。
Ａｎｎ Ｍｏｓｌｅｙ Ｌｅｓ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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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历山大·格罗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ｏｔｈ）指出：“基于特定标准，民族主义群体成为国

家的主要群体，他们拥有强烈的排他性，以感知的外部威胁为基础来维持内部凝聚

力和群体的忠诚度，从而达到保护自身地位的目的。”①这是苏丹北部精英所采用的

主要策略，其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特征，它对内部相同部族实行宽容和人道，
对其他异质族群则体现出偏狭与残忍。 独立之后的苏丹在构建民族国家框架下应

寻求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实施积极政策推动良性族群互动，这样才能避免民族

冲突。 然而权力与利益诉求促使苏丹领导人致力于优先保护河岸阿拉伯部落的利

益，而非阿拉伯部落的利益却受到倾轧。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苏丹总理穆罕默德·艾马德·马祖巴（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ｈｍａｄ Ｍａｊｕｂ）

表示：“苏丹国家性质虽然由阿拉伯和非洲双重身份来定义，但是文化优势显然归功

于阿拉伯人。”②苏丹的历史叙述体现出北部精英阶层的观点，将自身置于苏丹历史

叙事的中心，并将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的意识形态传递给非穆斯林和非阿拉伯团体。③

在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英国企图通过增加政府中的

苏丹籍官员数来安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这一政策被称为“苏丹化”。 受过教育的北

方精英掌握了国家的行政大权，当苏丹获得独立时，北方河岸精英的力量在政府中

已经根深蒂固。 公民身份也是北方精英巩固权力的工具，根据 １９４８ 年《苏丹国籍

法》的界定，苏丹公民应是在 １８９８ 年英埃共管时期所统辖领土上生活的人。 这种模

糊的定义使得某些出生在苏丹的人，即使其父母也出生在苏丹，但却得不到苏丹认

可的公民身份。④ 事实上，属于阿拉伯部族的人都应该被授予公民身份，然而那些具

有西非起源的部落民，即使其家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生活在苏丹，也无法获得

苏丹公民身份。⑤

苏丹爆发的两次内战，其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观念的相互竞争，全国伊斯兰阵

线（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认为民族主义应围绕其阿拉伯—伊斯兰认同展开，其特点

是部族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河岸部落领导人为寻求同质性，采取压制差异和忽

视其他部落利益的做法。 作为南方政治力量代表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则带有地域主义的认同观，其领导人约翰·加朗提出

了“新苏丹论”，提倡国民应包括苏丹全体人民，应基于自治原则来治理国家。 北方

河岸部落的精英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曾经的历史地位成功地为其抢占了制高点———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ｏｔｈ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 Ｇｒｏｔｈ， “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１０， Ｎｏ． １， １９９５， ｐｐ． ７０－７１．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Ｊ． Ｓｈａｒｋｅ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ｕｄａｎ，
ｐ． ３３．

Ａｍｉｒ Ｈ． Ｉｄｒｉ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ｐ． ６８．
Ｉｂｉｄ．， ｐ． ９５．
Ｊａｙ ＯＢｒｉｅｎ，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８８， Ｎｏ． ４， １９８６， 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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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部落身份即代表苏丹国家身份。 加朗主张的领土模式则排斥精英们强加给国

家身份的狭隘观念。 双方的对立表明，只要北方精英们继续追寻部族民族主义模

式，不符合阿拉伯—穆斯林身份定义的苏丹人将会继续开展政治斗争。
（二） 伊斯兰教政治化致使部落身份对立

苏丹阿拉伯部落的伊斯兰信仰以苏菲主义为基础，由于苏菲主义的神秘主义特

征以及苏丹内部缺少乌里玛宗教阶层，伊斯兰教在苏丹的发展呈现分散性和自治性

特征。 苏丹早期伊斯兰教发展具有平民性，同时宗教组织的分散性弱化了整体力

量，当时民族国家政权还没建立，伊斯兰教还未完全进入政治化发展时期，因此呈现

出平和特征。 但随着伊斯兰教不断政治化，部落身份政治也由此被激活，具体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基（Ｆａｋｉ）①和教团领导者会选择亲近政府来扩大影响力。 不同

部落民众成为不同苏菲教团的信众，并基于政治权力的竞争而呈现一定程度的身份

对立；二是阿拉伯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不能与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文明区分开来，
国家宪法应该以伊斯兰教为基础，就如萨迪克·马赫迪（Ｓａｄｉｑ ａｌ⁃Ｍａｈｄｉ）所说：“苏丹

的首要特征应是伊斯兰，而它的表现就是无可抵制的阿拉伯化。”②后者使苏丹分裂

为阿拉伯穆斯林、南方基督教徒与原始信仰者相互对立的身份格局。
除了河岸部落之外，大多数苏丹人，特别是达尔富尔省和科尔多凡省北部，选择

具有苏菲神秘主义和非洲传统相结合的伊斯兰信仰。 尽管这些省份的苏丹人也是

虔诚的穆斯林，却不遵循河岸阿拉伯部落对伊斯兰教义做出的诠释。 而绝大多数北

方部落以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和圣裔血统为基础，追求与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达

成意识形态和族群的一致性。 这导致阿拉伯穆斯林和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产生宗

教分歧。 随着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交织，苏菲教团之间开始激烈竞争，特别是马赫迪

教派和哈特米亚教派。 两大教派以宗教扎卡特（ｚａｋａｔ）③形式获取教派发展的资金，
并构建了通过教派认同获取政治发展的民众基础。 安萨尔教派（前身是马赫迪教

派）获得西非移民“穆哈基伦”（Ｍｕｈａｊｉｒｕｎ）、沿河两岸部落（栋古拉人、贾阿林人）、部
分巴卡拉人、部分贝贾人，以及除哈特米亚教团以外其他传统苏菲教团的大力支持。
哈特米亚教派受到舍基亚人定居部落以及苏丹东北部游牧部落的支持，它在城市地

区的势力大于安萨尔教派，所以哈特米亚教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喀土穆、喀土穆北方

和恩图曼三大城市中的新兴阶层。 两大教派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发展为乌玛党和

民族联合党，他们各自的追随部落因立场不同也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
在独立过程中，苏丹没有形成基于全民共识的国家认同体系，一味宣扬伊斯兰

教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忽略国家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背景的迥异状态，加

·３４·

①
②
③

指伊斯兰教中受人尊敬的圣者。
Ｄｕｎｓｔａｎ Ｍ． Ｗａｉ，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Ａｒａｂ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ｐ． ２４．
天课，指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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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内部分歧。 “在这种局面下，教派主义的因素非但没有削弱，相反，民族国家的

出现和不同群体在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利益之争，更加强化了教派身份认同，使之成

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①大多数苏丹政党致力于伊斯兰化的动机都是获取

政治实力，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试图运用宗教影响加大对政治

的控制。 “乌玛党、民族联合党及伊斯兰民族阵线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权

威和行动能力，弱化了国家‘最高协调器’的职能，对南方问题无法找到一致的解决

方案。 全国伊斯兰阵线的统治更是使国家极端化，国家的合法性进一步削弱。 坚持

社会的一切应首先坚持伊斯兰，有意识地将非穆斯林排挤于政治机构之外，这既是

对非穆斯林的歧视，也是使少数人服从于精英人物定义的多数人的实践”。②

苏丹独立之后，历届政府多以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为基本政策。 代表北方

河岸部落的伊斯兰教精英意图通过宗教斗争来彰显其阿拉伯穆斯林身份的优势，继
而强化并推广这种概念。 在北方河岸部落的眼中，那些否定阿拉伯伊斯兰观念的南

方人并不是真正的“苏丹人”，因而必须在南方开展圣战（ Ｊｉｈａｄ），消灭异质文化的影

响，进一步催化了南北双方的矛盾。

三、 苏丹身份政治的运行模式及其影响

现代苏丹的建立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而不是国内不同部落、族群与宗教信

仰的自由组合。 苏丹政府长期以来执行“分化统治”政策，使部落身份、部族概念与

政治、经济利益相连，阿拉伯河岸部落的优势地位已经成为一种政治遗产。 阿拉伯

河岸部落处于政治中心，为了获取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源，实行牺牲外围部落利益来

巩固中央权力的政治模式，即“中央—外围”模式。 这种带有部族偏见的政策加剧了

部落之间的差距和分歧，与旨在促进现代国家和谐发展的原则相悖。
在政治上，苏丹“中央—外围”模式依然根深蒂固，作为苏丹政治外围的部落居

民在政治上没有自身利益的实际代表，政治制度缺乏透明与公正，政治发展过程中

互利群体相互包庇，暴乱事件不断滋生。 外围部落因无法通过和平政治程序实现变

革，只能转向暴动来实现诉求。 在经济上，被边缘化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财富与权力

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服务条件较差。 加之政府实施阿拉伯移民定居、开发矿产资源、
发展农业机械化项目、改变放牧路线等引发边缘地区部落民的经济利益受损，弱化

或摧毁了当地人的生存基础。 在文化上，苏丹中央试图将北部尼罗河谷地的阿拉伯

文化作为国家模式强加给外围部落。 身份政治的极端化发展致使部落主义抬头，区
域内部的部落矛盾随之出现。 有学者指出，“当欧洲殖民者撤出后，为了维护当地秩

·４４·

①
②

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２ 页．
刘辉：《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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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既得利益而支持一个集权的中央权威，部族民族主义便作为一种反力量而重新

浮现出来，反对过度的国家中心化与同质化”。① 目前在达尔富尔、苏丹东部、努巴山

区以及苏丹南部，外围部落反抗中央边缘化政策的冲突仍在持续。
（一） 达尔富尔危机

北方河岸精英所推崇的民族主义给南方人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达尔富尔地区

的土著部落也受到长期的身份歧视和边缘化，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族群冲突。 达

尔富尔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个地区，既有阿拉伯部落，也有非阿拉伯部落。 自 １７
世纪中期，达尔富尔地区的传统权力由本地非阿拉伯部落掌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到 １９１６ 年富尔王国的灭亡。 但是苏丹独立后（１９５６ 至 １９８０ 年），达尔富尔人在权力

分配中遭到排挤，主要官员几乎都来自尼罗河区域，“自马赫迪革命时期，苏丹就存

在动员西部阿拉伯部落支持中部尼罗河岸阿拉伯人事业的传统。”②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黑皮书：权力与财富不平衡》③首次记录了苏丹自独立以来的制度模式，揭露了三大

河岸部落在军队、行政、司法等部门占据政治优势的现实，同时指责苏丹政府对其他

地区实施边缘化政策。④ 达尔富尔危机涉及资源争夺、经济落后、权力斗争、外来势

力干预等多种原因，但部落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其主要表现。 ２００３ 年，达尔富尔反政

府武装“苏丹解放军”（Ｓｕｄ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 ＳＬＡ）和“正义与平等运动”（Ｊｕｓｔｉ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ＪＥＭ）与苏丹政府军以及阿拉伯民兵组织“金戈威德”（Ｊａｎｊａｗｉｉｄ）
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虽然“阿布贾和谈”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产生了积极意义，
但达尔富尔问题从未真正解决。 在“金戈威德”民兵武装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被

披露的十年后，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滥用职权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２０１３ 年，苏
丹执政党在达尔富尔地区开采金矿的兴趣不断高涨，遂武装阿拉伯新民兵组织

“阿巴拉”（Ａｂｂａｌａ）来控制达尔富尔北部具有丰厚利润的金矿。 此外，苏丹政府实

施强制性人口迁移，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复性流离失所和持续的地域碎裂化，以致

很多居民流溢于外围地区，联合国估计至少有 １５ 万人无家可归。⑤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达尔富尔硝烟再起，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发生多次激战，再度加剧了当地部民的生

存危机。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凯尔文·Ｃ．邓恩、［加］蒂莫西·肖等：《国际关系理论：来自非洲的挑战》，李开盛译，北京：民主

与建设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０－２４ 页。
姜恒昆：《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第 ２５ 页。
此文件为非公开出版物，被秘密分发于喀土穆清真寺等场所，最初并不知道作者身份。
Ｊｕｌｉｅ Ｆｌｉｎｔ ＆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 Ｄａｒｆｕｒ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２００５，

ｐ． １８．
Ｏｍｅｒ Ｉｓ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Ａｋｓｈａｙａ Ｋｕｍａｒ， “Ｄａｒｆｕｒｓ Ｇｏｌｄ Ｒｕｓｈ： 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Ａｔｒｏｃｉｔｉｅｓ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ｙ ９， ２０１３， 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ｔ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ａｒｆｕｒｓ⁃ｇｏｌｄ⁃ｒｕｓｈ⁃ｓｔａｔｅ⁃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ａｔｒｏｃｉｔｉｅｓ－１０⁃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ｇｅｎｏｃｉｄ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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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部地区的隐性危机

苏丹东部贝贾部落同样面临喀土穆政府实行的边缘化政策，东部人毫不掩饰他

们的愤怒，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东部苏丹。 为了维护自身部落的非阿拉伯特性，
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存之地，追求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和良好的资源管理，贝贾

人重组 “东苏丹解放民主革命阵线”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呼吁民主与公正。 拉沙伊达人（Ｒａｓｈａｉｄａ）最初来自于也门，在
１９ 世纪中期迁移到苏丹东北部。 作为后迁移至苏丹的部落，拉沙伊达人没有土地使

用权和占有权，因分散于六个不同地区，难以对部落进行统一管理，其内部矛盾不断

滋生。 苏丹政府禁止边境贸易走私，严重损害了拉沙伊达人的经济利益。 为摆脱边

缘化、祛除贫困以及谋求公平发展，拉沙伊达人的斗争转变为政治方式，１９９０ 年，马
卜鲁克·穆巴拉克·萨利姆 （Ｍａｂｒｏｕｋ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Ｓａｌｉｍ） 组成 “拉沙伊达自由狮”
（Ｒａｓｈａｉｄａ Ｆｒｅｅ Ｌ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 年，“自由狮”、贝贾大会以及其他反政府组织组建东部

阵线。 截止目前，苏丹东部尚未爆发新的冲突，但由于社会和经济条件持续恶化，部
落关系正在趋于恶化，表面上保持着脆弱的和平现状，而内部却暗潮涌动。 苏丹政

府急需设计一个真正全面的方案来解决东部地区人们的身份、地区制度以及财富和

权力共享问题，否则，厄立特里亚很可能成为东部反政府武装的后方基地。 冲突一

旦爆发，极易引发境外战争，从而在东部重现“达尔富尔危机”的翻版。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东部反政府组织“解放与正义人民联合阵线”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ＵＰＦＬＪ）呼吁为东部地区开辟新的和平道路，并强调任何无视苏丹东部的

做法都将使该地区人民感到沮丧，导致他们诉诸其他不符合民族团结的选择。①

（三） 努巴人的反抗

努巴山区曾与南苏丹一样，其土著居民努巴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阿拉伯部落巴

卡拉人的压迫，被迫充奴的悲惨历史记忆一直挥之不去，南北双方的内战更是将巴

卡拉人和努巴人分裂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利益群体。 苏丹政府实施的农业机械化运

动忽视努巴人的传统土地习惯法而肆意开发和分配土地，加之《全面和平协定》中未

对土地争端问题做出合理和及时的解决，导致努巴山区的努巴部落和巴卡拉部落一

直处于冲突之中。 ２０１１ 年，苏丹南北分离，随着民族政治路线的变更，努巴山区巴卡

拉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充满张力和极端化发展的情境之中。
努巴山区留在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承诺给努巴人建立新苏丹的愿望化为泡

影，而历史上努巴人一直处于被边缘化和被掠夺的境地，也未能充分利用其他部落

间的分歧为自己营造有利局面，导致努巴人陷入迷茫和两难之中。 ２０１１ 年，南北双

方再次爆发战争，努巴山区成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军” （ＳＰＬＭ⁃Ｎ）的后方基

·６４·

①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Ｓｕｄａｎ，” Ｓｕｄａｎ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ｕｄａｎ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ｍ ／ ｓｐｉｐ．ｐ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０３３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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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当地努巴人不断遭到政府军的飞机轰炸，居民流离失所，生活状况非常糟糕。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自 ２０１１ 年努巴山区战争开始

以来，已有近 ２５ 万苏丹难民逃往南苏丹”。①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内部冲突已使南科尔多凡

州和青尼罗州正式关闭外部人道主义援助，努巴山区持续遭受轰炸约 ４０００ 次，人道

主义危机日益严重。② 努巴人现今仍然敌视喀土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能在协调一

致的原则下妥善处理土地、牲畜、水源和放牧路线、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等问

题，努巴山区的冲突将一直持续。
（四） 新南方问题

南北苏丹分离后存在严峻的领土争端，主要是阿卜耶伊、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

罗河州的归属问题。 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地区属于苏丹最边缘化的地区，同时也

是国家矛盾集聚的中心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南科尔多凡州成为南北双方最具争端的

地区，其中阿卜耶伊地区、黑格里戈地区、卡拉萨纳（Ｋｈａｒａｓａｎａ）地区以及努巴山区的

南部低地成为两国竞争的焦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此地区再次爆发激烈战争，南科尔多

凡州以及青尼罗河州的冲突使苏丹从内战转入地区冲突。 战争的主要原因依旧是

当地部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持续边缘化。③ 当地居民经常抱怨财富被政

府征用，没有得到土地和资源（石油和水）收入的合理份额，而国家财政预算也没有

按协议进行配置。 南北双方再度交战后，平民生活困苦不堪，战争的白热化导致更

多平民流离失所，多数平民面临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等问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超过 ７３
万平民需要救助，包括 ４３６，０００ 名流离失所者。④ 南苏丹边境的伊达难民营（Ｙｉｄ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ａｍｐ）充斥着来自南科尔多凡州的难民，仅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难民人口就

从 ３１，０００ 人增长到 ６５，０００ 人。⑤ 南科尔多凡的战争一度陷入僵局，众多武装团体

积聚于此，不断招募当地部落居民来扩充军力，进一步恶化了此地的混乱局势。 自

２０１４ 年起，总统巴希尔多次宣布停火，就战争局势进行和平谈判，但利益争执导致双

方不时开战。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联合国难民署指出：“冲突持续 ５ 年以来，人们仍在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ｄａｎ：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ｌｅｅ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ｄｏｆ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ｎｅｗａｌ ／ ｎｅｗｓ ／ ｓｕｄａｎ⁃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ｓｔｉｌｌ⁃ｆｌｅｅ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ｄｏｆａｎ⁃ｕ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Ｓｕｄａｎ： Ｎｕｂ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ｒｙ ｏｆ Ｕ． 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Ｌｉｆｔ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７０７１２０４１９．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ｒｉ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Ｂｒａｎｄｆｏｒｄ：
ＣＲＩＳ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ｐｐ． ６－８．

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ｕｄａｎ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  Ｗａ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ｄｏｆａ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 ２０１３， ｐ． ２９．

Ｉｂｉｄ．



非洲国家政治与社会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逃离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暴力事件。”①由此可见，解决冲突和结束苦难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紧迫。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苏丹政府军再次单方面延长停火期限，但是此

地区的真正稳定不仅有赖于和平的完全实现，还需要外围地区边缘化危机的有效

解决。

四、 结　 　 论

苏丹河岸部落具有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双重身份，自殖民时代以来就一直主导着

苏丹的政治发展进程，利用历史叙事塑造自身相对于其他非阿拉伯部落的优势地

位，并且根据自身利益界定谁是“苏丹人”。 在历史进程中，三大河岸部落构建了阿

拉伯穆斯林所拥有的文明优势，并通过他们作为奴隶主的主导地位形成对其他部落

的暴力控制。 英国殖民者也强调北方的阿拉伯穆斯林在文明上优于非阿拉伯人或

“南方黑人”，并通过间接统治和封闭区法令等分化政策加强了这种模式，北方精英

因而有足够的政治优势将自身文明强加给苏丹其他部落。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丹是两次身份劫持的受害者。 一方面，英国允许来自北方

河岸部落的精英以阿拉伯人身份为主重新定义“苏丹人”的意义，将其作为阿拉伯人

自身的同义词，并依此确定其他苏丹人的身份，同时实现保证其政治优势的国家构

建。 北方阿拉伯人对“黑人土地”进行重新定义，否认其原来的地域意义和代表它的

非洲黑人。 另一方面，激进主义者抢夺了苏丹历史上较温和的苏菲主义所具有的传

统社会地位，导致伊斯兰教在苏丹独立后变得更加激进。 第一次身份劫持成为第二

次身份挟制的先例，充分培养了北方河岸阿拉伯精英们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的主

导性，以及利用身份政治来巩固其权力优势的运行机制。
苏丹国家保持完整的可能性，在北方排外主义的统治中脆弱不堪，以至于南方

认为独立才是实现其身份的唯一方式。 只要北方精英们仍想以自身立场来定义苏

丹人的身份，那么其他少数非阿拉伯部落就会一直面临边缘化处境，这是撕裂国家

认同和国家统一的主要原因。 然而，苏丹和南苏丹分裂后，双方仍都存在着大量不

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部落，国家构建急需跨越传统的身份政治陷阱，建构基于国家

统一的国民认同。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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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ｕｄａｎ：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ｌｅｅ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ｄｏｆ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ｎｅｗａｌ ／ ｎｅｗｓ ／ ｓｕｄａｎ⁃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ｓｔｉｌｌ⁃ｆｌｅｅ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ｄｏｆａｎ⁃ｕ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